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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查禁天主教档案述论

马 钊

    清代全国范围内查禁天主教始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乾隆帝基本继承康雍时期的禁教

政策。尽管禁教政策时紧时松，查处措施时宽时严，但终其一代未有显著变化，此间天主教

在中国的传播屡遭打击，是天主教东传中国 “百年禁教”中的重要时期。

    乾隆朝共发生两次全国范围的查禁天主教事件，即乾隆十一年 (1746)至乾隆十三年

(1748)禁教 (下称十一年禁教)，和乾隆四十九年 (1784)至乾隆五十年 (1785)禁教 (下

称四十九年禁教)。十一年禁教以福建福安查获私自传教的白多禄等五名多明我会传教士为

始，以五名传教士被处死而告终。此案持续三年，波及广东、直隶、湖广、江浙十余省，捕

获传教士十余名，捉拿中国教徒上千人，并搜缴大量经书、图像等宗教用品。四十九年禁教

是因湖北查获过境意大利传教士四人而起，禁教波及十余省，尤以传教士过境的湖北、湖南、

广东、陕西、山东，和接引传教士的中国教徒原籍直隶、福建、山西等省为最。该案持续两

年，搜捕传教士数十人，中国教徒近百人。但是比之于十一年禁教，乾隆帝此次处理措施明

显宽容，除去痰毙狱中的传教士，其余西洋人皆押送广东，勒令搭船回国。乾隆朝除去上述

两次禁教外，在中期还有发生在四川、直隶、河南、江苏等省局部禁教多次，暂不详述。

    以往学者研究乾隆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史主要参考 《清高宗实录》、《乾隆上谕档》，以及

中、西文教会档案等，而对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禁教的档案利用不多，为了促

进研究的深入，现将有关档案的大致情况做简单介绍。

    (一)档案的内容。馆藏有关乾隆朝禁教档案主要分布在内阁全宗的刑科题本、宫中全宗

的朱批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军机处全宗的录副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及农民运动类。其中刑

科题本中涉及内容较少，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是本文介绍重点。从数

量上看，朱批奏折有183件，录副奏折有179件，另有清单、供单、书信等18件。从时间分

布上看，有关奏折主要涉及乾隆初期禁教 (以十一年为主)和乾隆晚期禁教 (以四十九年为

主)，间有乾隆中期禁教档案。从地区上看，前期多集中于福建、江苏、浙江等省，中期集中

于河南、广东等省，晚期主要是湖北、湖南、广东、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福建等省。从

具奏人员上看，基本由各省总督、巡抚、驻防将军、按察使等，是地方高级官员禁教行为和

反教言论的集中反映。这些奏折涉及的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涵盖了禁教活动的各个方面，综

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缉捕传教士。乾隆朝历次禁教中，私自入境的西洋传教士是清中央及地方统治者追查

的重点，因此在奏折中多有涉及。例如十一年禁教中，福建奏有:“守备范国卿察报，五月初

九日夜，在溪东陈梓家楼上复壁内搜擒西洋夷人德黄正国、施黄正国二名，⋯⋯十三日在穆

洋村郭惠人空园内擒获西洋人白多禄，十四日夜在半岭树林内捕获西洋人华若亚敬，⋯⋯’，①。



通过奏折可以发现，当时传教士进入中国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以效力清朝宫廷为名，合

法入境;其二是以传教为唯一目的，非法入境。尽管禁教不断发生，但乾隆一朝通过这两种

途径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始终没有断绝。

    2.查拿中国信徒。奏折中对搜捕教徒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十一年禁教中查获普通中国教

徒的内容较多，主要涉及直隶、江苏、浙江等省。而四十九年禁教中，则有大量关于搜捕接

引传教士进入中国和协助传教的中国教徒的内容，主要涉及湖南、福建、陕西、四川等省。虽

然始自康熙朝末年的禁教政策给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其传布始终没有被

彻底禁绝。乾隆朝中国教徒主要由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其在传教活动中扮演的

角色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教徒，或父祖传习，或遇急入教，总体上讲过着比较简单的宗

教生活;二是与教会和传教士发生密切关系的教徒，其中有些人持“教长”、“堂主”名目，有

的则是负责接引传教士或刊印宗教书籍用品的事务。

    3.审结教案。档案中对当时地方官员审理被捕的传教士及中国教徒过程，具体处理措施

都有详细记载。例如乾隆十九年 ((1754)福建禁教中人犯审理结果如下:“冯文子 (中国教

徒)并非有意煽惑民人，但听从讲解天主教规，聚集男妇听讲，拟依左道异端、煽惑民人为

从杖流律，减等一百，徒三年已毕;生员刘渭、民人冯信子收祖父传流 (留)十字架、经卷，

不加销毁，各枷号一个月，满月折责四十板;延请冯文子讲教之已革监生郭承佑、民人刘宋

观，并同听从讲教之男妇均照违制律各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妇女照例收赎”②。另有许多涉

及审结传教士方面的内容，例如四十九年禁教中被捕西洋传教士最终处理情形如下:两广总

督 “富勒浑随伤传集洋商、大班、通事带同各夷 (传教士)，恭宣释放恩旨及天朝法度，⋯⋯

查现有吕宋西都喇、百士多喇二船尚未开行，该夷等情愿搭附回国，当即伤令洋商、大班将

吧地哩决等收领，⋯⋯附搭回国，并取具该大班收管甘结备案’，③。至于案内被拿传教士和中

国教徒的具体情况，除去奏折有所记载，另有九件供单内容详尽，记录了被捕传教士的国籍、

来华时间、来华原因、行途所至，和中国教徒的籍贯、入教原因、与传教士和其他教徒交往

情况等内容。

    4.查抄违禁物品。收缴违禁宗教物品是禁教活动主要内容，“其无知从教者，各令及早

自首，将所有经像缴官查缴，如隐匿不首，查出一并治罪’，④。与此同时信教民众是否呈缴违

禁物品，‘也被视为出教革新的重要标志，“嗣据各属陆续报到，民间旧存天主教经书、图像等

物，一经出示，即自行缴送到官销毁，无不感戴皇恩，改业安居，不敢再有崇信天主教之

事’，⑤。查抄物品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宗教用品，如天主像、十字架、斋单、经书等;二是传

教士私人日常用品，如衣服、器具等。另外在录副奏折中还保留了查抄书信、斋单4件，物

品清单5件。

    5.查处读职官员。在大规模禁教期间，传教案发省份的高级官员 (督、抚、藩、桌等)

上报查获传教士、中国教徒数目一定程度上会被视为是否切实遵旨办理事务的重要标志，同

时地方高级官员也以此审视基层官员的办事能力，对办事不力的官员进行弹勃就成为禁教活

动的又一组成部分，档案中对此记载颇多。例如乾隆十一年福建禁教文献中就有对弹劫地方

官员的记载:“窃照福安县知县周秉官，因县穆洋等村潜藏西洋天主教夷人费若用等，煽惑愚

民，败坏风俗，周秉官毫无觉察，经臣等以昏庸不职题参，业经摘印离任”⑥。四十九年案中

亦有相关记载:“该代办黄叔传与典吏党绪阐不能约束捕役，致有伙串劫财，追至事后又复减

少赃数，捏察讳饰，图避处分，实属有心弊混，⋯⋯将前代办襄阳县事枣阳令黄叔传署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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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不符，显系因为匪有意，襄阳县典吏党绪阐一并革职’，⑦。此外还有许多档案记载了对办

事得力的地方官员嘉奖的内容。

    以上五个方面是有关禁教档案的主要内容，另有一些记载虽然篇幅不多，但同样拥有较

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例如档案中描述了传教活动、教徒的日常宗教生活、澳门与天主教传布

的关系等，在此暂不详述。

    (二)档案的价值。乾隆朝大规模禁教有两次，馆藏的二百多件档案集中在乾隆十一年至

十三年和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这部分档案是由地方高级官员的奏折组成，而这些官员是

禁教政策的执行者、教案的审理者，因此奏折详实记载了他们的禁教措施和反教言论，其在

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就不言而喻，现就其中三个较突出的方面加以论述:

    1.为详实描写历史事件，大致还原历史提供了可能。十一年禁教是以当年福建福安教案

为导火索，是年五月 “福宁镇臣李有用据复查得福宁附属福安县地方从前原有西洋人在彼倡

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屡经禁逐，近复潜至，乡愚信从者甚众。其教不认祖宗、不

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种种诞妄不经，难以枚举’，⑧。福建地方官员依例追捕私入境内的传

教士和违例入教的中国民人，并将情况奏明乾隆皇帝。起初乾隆帝对此事并未留意，对有关

奏折的朱批中只是嘉奖地方官员任事用心而已，但是福建巡抚周学健等人陆续详奏天主教传

播情形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冲击，例如信徒众多，“初供入教男妇仅三四百人，隔别究讯实有二

千余人，守童贞女有二百余口，及臣密加访察，福安城乡士庶男妇大概未入教者甚少”⑨;教

徒笃信其教:“(传教士)当被解省之时，县民送者甚众，有扳舆号泣者，从教之生监当众倡

言，我辈为天主受难，虽死不悔，教党之迷惑如此’，⑩;干扰地方司法程序:“该县书吏、衙役

多系从教之人，是以审讯时竭力庇护，传递消息，总不能得一实供。审讯费若用时，适下暴

雨一阵，该县衙役竟将自己凉帽给予遮盖，伊自露立雨中”@。凡此种种，使乾隆帝逐渐重视

对福建教案的查处，并推而广之，在全国范围内查禁天主教，“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

行天主教，⋯⋯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

密伤该地方官严加访缉⋯⋯’，⑩。禁教在全国渐次展开，从奏折看在随后两年多的禁教过程中

查处教案计有:福建抓获传教之中国民人案，山西拿获传教士王若含案，顺天查处傅作霖散

单传教案，广东查处香山等地民人入教案，直隶查处清苑等地民人信教案，奉天查处盛京民

人信教案，山东查处德州民人信教案，江苏抓获传教士王安多尼、谈方济各等案。此外，四

ill.陕西、甘肃等省也有奏报。此次全国范围禁教，最终以乾隆十三年福建抓获的五名传教

士之死告终。现存档案既记录了此次禁教的全过程，同样也详实记载了乾隆四十九年禁教事

件和乾隆中期的历次禁教活动。

    2.为精细考订历史疑案提供了依据。以往研究乾隆朝天主教在华传播，多参考实录或教

会档案，这两种文献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同时也都存在不足，实录过于简单，教会档案有些

片面。因此若想真实、全面进行研究，馆藏档案必不可少。十一年禁教中造成福建案内五名

传教士之死的直接原因就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以往对此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

是认为福建地方官员憎恶天主教，故而以极刑致传教士于死地:“福建巡抚周学健素恶天主教，

奏闻朝廷，请旨将主教即行正法”⑩，“白主教之终于被处死，实出于福建巡抚周学健之蓄意谋

害”⑩。“继任巡抚陈大受亦仇视洋教，乃分别于是年(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约请各大吏

签署证明，谓西洋教士痰毙狱中’，⑩。针对上述观点，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乾隆十三年四名传教

士之死是时任闽浙总督的喀尔吉善和福建巡抚潘思集所为，陈大受乾隆十一年九月继周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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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福建巡抚，乾隆十二年九月迁兵部尚书，安徽巡抚潘思集继任直至十七年病死。其次周学

健及福建其他地方官员是否憎恶天主教，以及其个人的好恶究竟在实际处理教案过程中起了

多大的因素需要我们重新研究。考察馆藏周学健等人的奏折，其之所以要禁教和重惩传教士

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主教危害地方社会统治秩序，“澳门共有八堂，·····一堂

经管一省，每年该国钱粮运交吕宋会长，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夫以精心计利之国，而

以资财遍散于各省，意欲何为，是其阴行诡密，实不可测也!’，⑩“其尤悖逆不道者，查阅教长

陈从辉家，搜出青缎绣金天主口一架，上绣主我中邦四字，是其行教中国处心积虑，诚有不

可问者”⑩;其二是天主教的传播危害地方风教:“使入其教者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

借身，以西洋人为大父，且惑其邪说幼女守童贞不嫁，朝夕侍奉西洋人，男女混杂，败坏风

俗’，⑩;其三天主教流传广、教徒数目惊人:“五人行教，而福安一邑已至二千六百余户口，合

各省计之，何能悉数。⋯⋯拎士a绅，兵弃吏役率往归附，官员耳目多所蔽塞，手足爪牙皆

为外用，万一不加以剪灭，致蔓延日久，党类日滋，其患实有不忍言者’，⑩;其四传教士和教

徒蔑视清地方行政机构:“村众妇女与西夷人费若用闻拿抗拒，雷朝翰奋力上前擒拿夷人，被

男妇围拥殴打受伤”0,“审讯施黄正国时，因其狡黯异常，且上堂拉翻公案’，⑧。纵观周学健

的反教言论，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天主教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影响和对地方统治秩序的冲击及

损害。他之所以力主严禁天主教，与其说是他本人憎恶天主教，毋宁说是他要防止天主教对

地方统治机构的损害，加强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周学健眼中，天主教不过是众多危害

地方统治之因素中的一项，只因为在当时其位置较为突出，所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不仅研

究乾隆十一年禁教档案可以得到上述结果，诸如乾隆十三年福建禁教案文献等也提供了同样

的解释，即单纯用地方官对天主教的好恶不能全面阐明禁教的发生原因，统治者对地方正常

统治秩序的关注起了决定性的因素。利用档案考订历史细节、揭开疑案的例子还有很多，例

如考察造成乾隆朝两次大规模禁教不同结局的原因，地方官员在处理教案时充当的角色和所

起的作用等。

    3.为考察乾隆朝吏治、文化、社会等非宗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资料。晚清教案涉及到政

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而乾隆朝禁教的原因、过程及结果都比较简单。然而，作为发生

在乾隆时期的历史事件，它必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事件发生联系，也必将不同程度的反映

同时代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共性特征及普遍性问题。这便是利用禁教档案研究其他领域文化的

前提。乾隆朝后期的吏治问题是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领域，政治颓废、政务废弛是当时官僚

机构面临的巨大问题，乾隆帝本人亦不避讳:疆臣 “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凡遇刑

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辗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诱玩之计”。这样的官

场作风和乾隆帝力图纠正倦怠习气的种种作为都在有关禁教档案中得到反映。四十九年禁教

中，湖北拿获的四名传教士供认自广东登岸，途经广东、湖南、湖北三省，辗转近千里，至

襄阳始遭查获。乾隆帝深为地方官员疏于盘查而恼怒，加之捉拿传教士之时，充当通事 (翻

译)的中国教徒意外走脱，负责传教士入境及行程安排的中国人蔡伯多禄又久捕不获，乾隆

帝在批阅奏折之时，多次严词训斥此种懈怠作风:“屡经传谕各该省督抚严切查拿，已隔两月

有余，未经就获，足见一切废弛，又安用此地方文武为耶?’’⑩，“外省海捕之习甚可要，甚不

可信，属员或可，尔等督抚高官厚禄依为者，恬不知耻，实为怪!”⑩。随着案情逐渐明了，直

隶、山东、山西、四川等省相继查获潜行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天主教暗中流传程度可见一斑，

加之该案主犯蔡伯多禄始终杳无踪迹，乾隆帝在处理此次教案时的着眼点逐渐发生变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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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宗教方面的色彩逐渐淡漠，乾隆帝只关心逃犯是否拿获，例如此间奏折大多只有 “今

尚未获，何也?”“今就获否?’’ “当未缉获，_空言何补!”等语。至于如何查禁天主教、如何防

止其再次深入内地传播早已抛至脑后。另一方面，乾隆帝逐渐把着眼点转向以禁教为契机，力

图一定程度上整顿地方吏治。由此而来，乾隆帝督促地方认真任事，严谴懈怠作风的言辞在

奏折中多有出现:“西洋人面貌异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弃何以一无稽查，

直至襄阳始行盘获，著特成额即向现获之西洋人详细审讯伊等由粤至楚系由何处行走，即将

失察之各地方官查明参奏’，@，“即速严伤员弃，设法购线，务将要犯弋获。若以案延日久，视

为海捕具文，则是该督抚等有心疏玩，恐不能当其咎也。’，⑩“如再不上紧查拿，使要犯日久漏

网，惟该督抚是问。’，⑩由此可见乾隆帝统治后期吏治败坏和他力图整顿的用心。

    在乾隆朝天主教东传史的研究中，有许多领域迄今为止还是空白，另有一些方面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深入。造成这些空白和不够深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史料。正

如台湾学者所言:“自然这段时期史料感到不足，因为禁教期间传教士十分稀少，教书被禁，

对地下教会情况的纪录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教友零星分散，也难系统记述，无怪乎各教史对

此都从略了”⑩。由是以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乾隆朝禁教档案就更显珍贵。这种珍

贵既体现在因为是官方档案，其叙述历史的立场和角度都与教会档案不同，因此可以为研究

提供新的视角;还体现在通过研究档案中有关传教活动、禁教措施，将现有的研究推向深入，

为全面考察乾隆朝天主教的传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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